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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学术界过去３０年对大跃进饥荒的研究，以议题为线索，提出了一套观点及其观

点形成的理由。首先，通过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资料的估算，学术界对饥荒

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２　７００万～３　０００万有比较一致的认可；其次，社会科学家们长期对饥

荒成因的辩论不仅从方法上推动了研究的发展，而且让学术界认识到饥荒的发生有多重原因，

包括高层决策失误、粮产下降、过度征购、食品分配中的城市偏好、强制的公共食堂制度等；第

三，学术界深入探讨了饥荒死亡率的地区差异，大都认同一个省领导人的政治态度激进与否通

常是影响该省死亡率高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指出其他因素诸如农业自然条件的好坏

等也是重要原因；第四，一些学者从村庄角度研究饥荒，试图理解影响农民生与死的微观机制，

一致认同“吃青”（吃未成熟的庄稼）等传统生存手段对农民的存活有重要作用。学术界还探讨

了其他课题，如饥荒的责任、饥荒中的妇女等。学者们长期的研究建立起了具有创意的学术对

话，对理解大跃进饥荒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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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讨论西方学术界对大跃进饥荒（以下简

称大饥荒）的研究，以主要议题及其时间顺序为线

索。这里的“西方学术界”是指在西方国家或西方

学术体系里以英语发表著述的学术界。有的学者

如德国人文浩（Ｆｅｌｉｘ　Ｗｅｍｈｅｕｅｒ）并非英语国家

人，有的学者如荷兰人冯客（Ｆｒａｎｋ　Ｄｉｋｏｔｔｅｒ）长期

任教于东方的中国香港地区，但他们关于大饥荒

的研究却主要以英文在西方的学术体系里发表。

有的研究者如贝克尔（Ｊａｓｐｅｒ　Ｂｅｃｋｅｒ）是记者，但

他的大饥荒著作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还有许

多学者是中国人，他们有的回到了中国，有的定居

在西方，有的就职于中国香港地区；他们的共同特

点是都在西方接受了学术训练，对大饥荒的研究

成果都是用英文或首先用英文发表。

一、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最早关注的是死亡人

数。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学者们已经知道中

国在大跃进期间有过饥荒：当时西方报纸刊载了

一些关于中国发生了连续三年灾荒的报道；１９６２
年大陆各地逃往香港地区的１０万多的饥民有一

半以上抵港，他们的经历为西方当时驻港的各类

中国观察家们所了解［１］２８９－２９０。然而，报纸上语焉

不详的报道和饥民们的个人经历未能让学者对大

饥荒有一个完整和可靠的判断。正如美国的阿什

顿（Ｂａｓｉｌ　Ａｓｈｔｏｎ）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由于中国

几乎没有公布过人口资料，对其人口趋势的推断

只能靠新闻报道、经历者的叙述以及户籍登记中

偶尔泄漏的一些片段，这种研究状况是不能令人

满意的［２］。毫无疑问，死亡人数是判断和了解大

饥荒规模的基础。中国长期对资料的保密使得西

方学者难以得知大饥荒的真实状况，这反而让他

们一直对大饥荒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很好奇。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中国首次比较详细地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资料后，长期关注中国人

口的西方人口学家立即成了第一批利用这些资料



的人，第一批研究大饥荒的学者。１９８２年１０月

中国发布了１９８２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公报，使

得中国当时的人口数量有了一个坚实的数据；

１９８３年７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全国千

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公报”，使得从生育率

推算大饥荒期间人口有了一个可靠基础；随后在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于香港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

１９８３》中，中国首次公布了１９４９—１９８２年历年的

人口，人口的性别构成，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

然增长率。所有这些数据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

让人口学家以统计学方法重建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中

国人口，特别是谜一样的大跃进时期的人口。

首先对中国人口数据进行计算处理的人口学

家中包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小组的科尔

（Ａｎｓｌｅｙ　Ｃｏａｌｅ）。科尔对中国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人

口一直紧密关注，在１９８０年他就根据中国杂志诸

如《经济科学》刊载的一些论文中使用的人口资料

以及中国人口学家在北京的国际人口学圆桌会议

上所提交的论文对大饥荒的人口进行了推断，认

为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中国的过度死亡人口是１　６５０
万［３］。在新的人口资料于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公布后，

科尔利用了其中的生育率、婚姻率、死亡率数据对

人口重新进行了估算。１９８４年科尔在代表人口

与人口学学会向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提交的中国

人口报告中提出，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中国的过度死亡

人口为２　７００万［４］７０。同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国

际研究与国际项目中心主任班久蒂（Ｊｕｄｉｔｈ　Ｂａｎｉｓ－
ｔｅｒ）也利用了新公布资料对大饥荒期间的人口进行

了估算。班的方法和采用的变量与科尔的差别不

大，但由于她所修正的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的死亡率

比科尔的要高，所以按照她所给出的死亡率，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中国的人口过度死亡在２　８８０万［５］。

１９８４年所发表的论文中较被广泛引用的是

阿什顿等的《中国的饥荒：１９５８—１９６１》一文，其作

者包括一位经济学家、一位人口学家及世界银行

的两位研究者。该文前半部分从人口学角度对大

饥荒人口的各个变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半部分

则对大饥荒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该文认为科尔和

班久蒂在使用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所获得的生育率和

按年度登记的死亡率这两个变量以重建１９５０—

１９８２年中国人口趋势时有考虑不周的地方①，因此

对各种变量进行了重新修正，提高了儿童的死亡

率。该文认为，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中国人口的过度死

亡量为２　９５０万，其中成人为１　７３０万，１０岁以下儿

童为１　２２０万。或如作者在文章引言中简便声称

的那样：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中国过早死亡（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ａｔｈｓ）人口为３　０００万，同期内因生育率降低而少

出生的人口为３　３００万。至于大饥荒的原因，该文

认为是由粮食短缺和政府的农业与粮食政策所造

成。考虑到指出大饥荒的政策性成因会引起与中

国打交道时的政治敏感，文章的第一作者为自己杜

撰了一个“阿什顿”笔名以防真名泄漏［２］。

人口学家之所以需要估算以及有着不同的估

算是因为中国公布的人口数据有严重自相冲突的

地方。在《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里，中国的总人

口数在１９５９年是６７　２０７万，１９６０年是６６　２０７
万，１９６１年是６５　８５９万，连续两年下降，但在人口

自然增长率栏里所公布的数据却是１９６０年为

－４．５７‰，１９６１年为３．７８‰。显然，１９６０年的负

千 分 比 太 小，１９６１ 年 的 千 分 比 应 为 负 增

长［６］１０３－１０５。在科尔、班久蒂、阿什顿等论文发表

后，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人口的研究实际已告一

段落。这些论文已考虑到了所有修正因素和算法，

进一步的研究要靠中国未来的人口普查和生育率

抽样调查的新资料。在人口学家看来，阿什顿等估

算的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有３　０００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是

比较可以接受的说法，科尔和班久蒂的估算结果只

是略低些而已。后来在１９８７年班久蒂也接受了大

饥荒的过度死亡为３　０００万人的说法［７］８５。

１９８４年这批论文后，在英国读学位的中国人

口学者彭希哲于１９８７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一次

以省级人口数据对大饥荒的人口影响进行了研

究。彭希哲认为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间中国过度人口

死亡为２　３００万，但这只是基于１４个省死亡率的

推算，彭希哲自己也认为这一推算“非常粗糙”。

彭的论文的贡献不在于估算大饥荒死亡人数，而

在于展示了死亡发生的时段在各个省非常不一

样。例如，大多数省份过度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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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文章指出，科尔在重建１９５０—１９８２年中国人口应有的“正常趋势”时没有考虑到大饥荒期间大幅度下降的生育率实际上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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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１９６０年，而在吉林、黑龙江和广西，过度死亡

率最高的时候发生在１９５９年；当１９６２年全国大

部分地区的死亡率大致已降到了正常年份的水

平，高死亡率危机却依然在吉林、上海、山东、广西

和四川持续［８］。学者们显然需要解释这些差异背

后的意义。彭希哲从各省粮食供应的角度对死亡

率差异作了一些解释，但未能说明粮食供应的紧张

在各省为什么会有时段的不同，不过，彭希哲的论

文展示了一个从省级水平来理解大饥荒的新方向。

尽管人口学家可以利用人口普查和生育率抽

样资料来估算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普查

和抽样所得到的毕竟是回顾性的数据，人口学家

仍需用实际记录的死亡率来配合估算和修正。由

于大饥荒期间对死亡人口有着漏报、多报和少报，

记录的死亡量或死亡率并不总是准确的，这样就

为其他诠释留下了空间。１９９６年贝克尔引用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陈一谘的说法，指出大饥

荒的死亡人口为４　３００万～４　６００万；陈一谘是在

改革年代初期在各省看到内部档案后作出这一判

断的［１］２７２。２００５年中国人口史学家曹树基通过

对全国各县县志中记录的人口计算，认为１９５８—

１９６２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３　２４６万（不包

括京津沪以及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９］２８１。

２００８年记者杨继绳在其名著《墓碑》中通过对《中

国人口》丛书中各省人口的计算以及参考公安部

人口统计部门王维志的看法，认为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为３　６００万［１０］９０４。这些依

靠记录得到的大饥荒人口死亡数通常比人口学

家估算的要大，并为后来一些西方学者对死亡

人口的判断提供了基础。例如香港大学的历史

学家冯客在２０１０年认为，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

人口至少为４　５００万。冯客没有对人口进行系

统计算，而是以曹树基的著作为基础，然后利用

在国内看到的一些档案举证来说明在许多县死

亡的人口比县志记载的数量要大，即比曹树基

认为的数据要大。基于这些差异，冯客估出了

４　５００万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冯客还指出，国内

对大饥荒有着研究的独立学者余习广认为过度

死亡人数为５　５００万［１１］３２９－３３４。

记录的人口死亡无论数目多么大都须面对人

口普查数据的挑战。大饥荒期间的人口登记不准

是个已知事实，１９８２年的人口普查准确率很高亦

广为学者所知。关键在于１９８２年的普查给出了

一个人口年龄与性别的金字塔（见下页图１），确

切展示了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间出生人口的凹陷。如

果要准确理解中国人口曾有过的变动，这一凹陷

需要合理地填补起来。它的填补需要精确计算生

育率，包括年度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估算育龄妇

女人口、全国总人口及总人口中过度缺失的人口、

死亡率等。大饥荒时期的过度死亡人口无论被记

录或被估算得太多或太少都会与１９８２年人口金

字塔的凹陷处对应不起来。鉴于记录的大饥荒死

亡人口数近年来在学者中有越走越高的趋势，与

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结果相去越来越远，美国人口学

家蔡永和澳洲人口学家赵忠伟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３
年各自重新研究了大饥荒的过度死亡人口。他们

主要利用了１９８２年１‰和１９８８年２‰生育率抽

样调查。蔡永把大饥荒期间每月出生的婴儿数与

每月存活者的队列进行了细致的比较，赵忠伟对

６个省大饥荒期间的婚姻率、生育率和死亡率进

行了细致的观察。两人在对多种变量进行很细致

的计算后所达到的结论是相似的：蔡永认为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的过度死亡人口约为２　７００万；赵

忠伟没有具体提出全国死亡人口数，只是指出他

估算出的６个省死亡率与彭希哲的一致，但鉴于

他估算的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从１９５８年就比较

高，按他的数据所能推算的大饥荒人口死亡数在

２　６００万～２　７００万①。

西方人口学家经过３０年努力所能断言的是

中国在大饥荒中大约有２　７００万人非正常死亡，

如果把对死亡率的估算在允许的范围内上升到

顶，那么死亡人口近３　０００万。中国的文献资料

或内部档案可以让其他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例

如让冯客在曹树基数据的基础上再加上１　２５０万

死亡人口，说明大饥荒期间的人口死亡记录是比

较混乱的。

５１陈意新　西方学术界的大跃进饥荒研究

①Ｙｏｎｇ　Ｃａｉ．“Ｅｘｃｅｓｓ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ａｍｉｎｅ，ａ　Ｒｅｖｉｓｉ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Ｆａｍ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ａｍ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Ｊｕｎｅ　８－１２，２０１０；Ｚｈｏｎｇｗｅｉ　Ｚｈａｏ　ａｎｄ　Ａｎｎａ　Ｒｅｉｍｏｎｄｏｓ．“Ｔｈ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Ｆａｍｉｎｅ：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ｏ－
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６７，Ｎｏ．２，（２０１２）：２８１－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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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饥荒的成因

随着非正常死亡人数在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变得
比较清楚后，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关注的下一个
问题是其成因。最先对成因探讨的是一批社会科
学家，其中第一位是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坦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伯恩斯坦依据《中国农业
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粮食资料，研究了
大跃进期间的粮食征购，在１９８４年发表了论文，
认为过度征购是大饥荒的成因。伯恩斯坦指出，
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但
国家的粮食征购量反而上升了２０％或更多，其中

１９５９年上升了２８％，其结果是大幅度降低了农民
的口粮，导致了饥荒，因此大饥荒主要是人为的灾
难［１２］。其实前述阿什顿和彭希哲都对饥荒成因
作了探讨，他们对粮产、征购和口粮的计算比伯恩
斯坦更详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对粮食政策
及其相关的其他因素如城市化、天灾、外贸等进行
细致分析，而伯恩斯坦则论及了这些因素，分析和
解释了为什么要大幅度提高征购。伯恩斯坦认为
大跃进的粮食产量浮夸、大批农民进城工作（因而
减少了农村用粮）和中央政府自行对“余粮”的定
义是大幅提高征购的原因。在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苏
联的大饥荒中，斯大林和苏共领袖不信任农民，当
时的高征购包含着对农民的惩罚，那场大饥荒是
对农民“有意极度剥削”的结果。在中国，毛泽东
及其他领导人只是要利用农民，没有要惩罚农民，
但他们相信了浮夸的产量，实行高征购以推进中
国的工业化，因此中国的大饥荒是领导人对大跃
进“经营不善”（ｍ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的结果，毛泽东

和他的同事们是有责任的［１２］。
自伯恩斯坦文章后，西方学术界的大饥荒成

因研究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探讨中共中央的
政治斗争和大跃进决策的制定，另一是探讨饥馑
和死亡的形成。在前一个方向上做研究的主要是
政治学家。虽然他们都指出是大跃进导致了大饥
荒，但他们的论著都关注大跃进的起源而非大饥
荒的起源。在这一群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三本
书。一本是美国政治学家马若德（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
Ｆａｒｑｕｈａｒ）的《文革起源２：大跃进，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该书出版在
伯恩斯坦的论文之前，不过不是一本研究型著作。
马若德详述了大跃进政策制定的过程，但没有就
大跃进或大饥荒提出论点，读者从其叙述中或许
可以理解到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斗争是大跃进

政策的起源。另一本是美国政治学家巴赫曼（Ｄａ－
ｖｉｄ　Ｂａｃｈｍａｎ）１９９１年出版的《官僚、经济和中国
的领袖：大跃进的机构化起源》，该书认为大跃进
运动是许多中央机构作用力的结果。当时中央部
委比较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协调中心，例如商业部、
财政部、农业部和轻工业部就都主张增加农业投
资，利用市场，限制计划经济和重工业；而计委部
门、冶金部以及各个机械工业部则有着利益互补，
形成了另一个协调中心，支持计划经济和重工业
优先的苏联经济模式。在面对各个部委的单独或
合成 利 益 时，毛 泽 东 的 权 力 受 到 了 许 多 限
制［１３］２２０，２３７－２４１。还有一本是澳洲政治学家泰伟斯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Ｔｅｉｗｅｓ）与孙万国（Ｗａｒｒｅｎ　Ｓｕｎ）合著、
在１９９９年出版的《中国通向灾难之路：毛、中央政
治家、省级领导和大跃进的展开》。该书认为大跃
进是毛泽东主导的进程，毛泽东的同事们最多只
能试图影响毛泽东的政策偏好，绝非限制或挑战
毛泽东的权力；而毛泽东任性地不断改变政策使
得整个制度瘫痪，导致了大饥荒。泰伟斯和孙万
国认为，巴赫曼从机构化的角度去理解大跃进的
起源并强调毛泽东的权力受到限制是属于“执迷
不悟”（ｗｒｏｎｇ－ｈｅａｄｅｄ）［１４］，１８２－１８８。
上述三本著作因内容丰富故而在中国资料保

密的年代是很重要的，但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代中央
文献研究室出版了大量中共领导人物的传记、文
稿、年谱以及中共中央的文件选编后，大饥荒在中
央的主要成因已经比较清楚，不再需要很多学术
讨论。例如在中央文献研究所的《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于２００３年年底面世后，伯恩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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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根据该传记中比较准确的关于毛泽东的活

动的记述而修改了自己关于大饥荒的看法，不再
认为饥荒是由于“经营不善”。伯恩斯坦在其新论
文中认为，毛泽东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前已经知道
农民为大跃进付出了惨痛代价，但庐山会议上毛
泽东与彭德怀的冲突导致了毛泽东决定在更极端

的环境下持续大跃进，有意无视了从大跃进前期
学到的教训，放弃了自己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
责，听任了大饥荒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因此毛泽
东对灾难有着直接的责任［１５］。其实伯恩斯坦对毛
泽东和大饥荒的新观点并没有超出《毛传》的见解。
中央文献研究所的《毛传》对大饥荒的责任当然不
会说得这么直接，但却明白无误：庐山会议是“毛泽
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会议后，“‘左’倾错误路线
重新泛滥，一个严重经济困难局面出现”［１６］１０１０。

在另一个研究方向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
则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这个方向上首先做出研
究的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的经济学家林

毅夫（Ｊｕｓｔｉｎ　Ｌｉｎ）。１９９０年，已任教于北京大学的
林毅夫在西方杂志上发表了关于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
农业危机的论文，运用了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
的“应有权利”（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概念和社会科学里流
行的博弈论，对大饥荒的起因作出了诠释。林毅
夫认为大饥荒灾难的根本性原因是农民在强制的

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退出权”，而坏
天气、坏政策和经营不善只是次要的原因。林毅
夫指出，集体化强迫农民加入人民公社，取消了农
民在合作社时期享有的退社权，使农民们只有一
次性博弈，即入社，失去了多次性博弈的机会，即
反复入社退社，其结果是一个社员无法运用退社
的机会来防范其他社员的偷懒，随之便是整个劳
动激励机制失效，劳动率大幅度下降，粮食产量也
相应大幅度下降，以致粮食供应出现了短缺，造成
了３　０００万人口的死亡。林毅夫也考虑到了１９６２
年以后农民仍无退社权但大饥荒却未再度发生的

事实，指出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农业生产是突然滑
坡，由１９５８年秋农民被剥夺退社权所引起；１９６２
年以后农民适应了生产队的低激励和低效率，虽
不再有大饥荒，但直至１９７８年农业的生产率比

１９５２年前的单干时要低，比１９５２—１９５８年合作
社时期农民拥有退社权时也要低［１７］。
林毅夫的观点很快受到了不同看法的挑战。

１９９６年美国政治学家杨大利在其关于大跃进的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认为，大饥荒在实际生活中的

关键成因是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制度。杨大利
认为林毅夫系统地研究了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农业
危机，但那主要是关于劳动率的变化，而非大饥荒
的成因。杨大利指出，在１９５８年秋全国农村建立
了公共食堂后，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鼓励和乌托邦
集体主义生活的影响，食堂对社员免费供应膳食。
吃饭不要钱让农民在食堂里敞开了吃而没有管理

的纪律。在一些公社，食堂３个月的粮食在２个
星期里就被吃完。由于每个公社的粮食供应是有
限的，免费膳食迅速导致了存粮的短缺和随后的饥
馑、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下降，农民开始饿死。杨大
利的大饥荒成因说法可谓是“过度消费论”：过度消
费导致了粮食短缺，短缺造成了饥荒。假如没有食
堂制度，这种过度消费和饥荒不会发生。所以在食
堂办起来之后，１９５９年春至少已有１０个省有了饥
荒，并且后来可以看到：哪个地方有越多的人在食
堂吃饭，那个地方的死亡率就越高［１８］５４－５６。

１９９７年美国经济学家张欣（Ｇｅｎｅ　Ｃｈａｎｇ）和
文贯中（Ｇ．Ｊａｍｅｓ　Ｗｅｎ）也提出了与林毅夫不同
的看法。张欣和文贯中承认许多因素对大饥荒的
发生起到了作用，但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公共食堂
制度。张欣和文贯中与杨大利的说法不一样，并
不觉得过度消费起了重要作用，而认为关键是食
堂制度剥夺了农民的粮食产权。张欣和文贯中指
出，中国人均占有粮在１９５８年为２９９公斤，１９５９
年由于粮食出口大增而降到了２４７公斤，但仍比
饥荒结束后的１９６２年还要高出３公斤；从１９５８
至１９５９ 年 ４ 月，中国的粮食征购只相当于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的水平。换言之饥荒不应出现在

１９５８至１９５９年上半期，因为从人均占有粮和征
购数量来看，粮食短缺和过度征购都尚未发生，可
饿死人恰恰已在１９５８至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成规模地
出现。张欣和文贯中认为，造成饿死人的是食堂
制度。从１９５８年秋开始农民不许有自家的厨房和
存粮，无法再做到家庭里有计划地精细用粮；在食
堂里粮食不仅被过度消费，而且还由于缺乏管理纪
律遭到浪费；此外农民还要忍受食堂领导人的腐败
和滥权。张欣和文贯中指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
农民的人均占有粮只是在生存水平，当他们一旦失
去粮食产权，不再有吃粮的补救手段，在食堂里无
法吃饱并遭到口粮的克扣或剥夺时，饿死人的事件
就无可避免地发生。到了１９５９年春天后，饥饿和
体弱导致了劳动能力与粮食生产的下降，再加上国
家的过度征购，饥荒大规模地发生。所以１９５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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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之前与之后的饥荒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故事：之
前的饥荒没有过度征购却有食堂，之后的饥荒既有
过度征购又有食堂，并且还是之前饥荒的后果，所
以，诱发饥荒并使之持续的是食堂制度［１９］。
不同的观点导致以上学者在１９９８年举行了

一场辩论。在辩论中，林毅夫与美国经济学家杨
涛（Ｄｅｎｎｉｓ　Ｙａｎｇ）合作，坚持“退出权”是１９５９—

１９６１年农业危机的根本性原因的看法。至于大
饥荒，林毅夫和杨涛经过计算认为粮产下降所导
致的粮食短缺和国家粮食分配制度中对城市的偏

好是造成农村高死亡率的两个主要成因。林毅夫
和杨涛对食堂制度成因论进行了反驳，认为食堂
在１９５８年８月才开办，在大部分地方是１９５８年

１０－１１月才建立，而１９５８年是丰年，秋收的时间
也是１０－１１月，新开办的食堂没有可能在一两个
月内就吃完了秋季丰收的粮食。林毅夫和杨涛还
指出，那些被用来支持食堂制度成因论的数据也
不够准确［２０］。对于林毅夫一方的批评，杨大利和
美国政治学家苏福兵搜集了更多的数据并指出，

１９５９年底在食堂吃饭的人数最多，紧接着在１９６０
年初饿死人也最多，而其他时候在食堂吃饭的人
数相对少，死亡率也相对低，所以他们还是坚持杨
大利早先的看法，食堂是关键的制度性因素，食堂
里的过度消费导致了粮食短缺和饥荒［２１］。张欣和
文贯中依然使用他们的排除法，利用了更多的粮食
资料进行了计算，指出１９６２和１９６３年农村的人均
口粮都是１６５公斤，没有饿死人，而１９５８和１９５９
年中国的人均占有粮比这要分别高出２０％和１３％
却饿死了人。所以粮食实际上没有短缺，饿死人的
原因在粮食之外，在于食堂制度［２２］。
林毅夫的《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农业危机》一文其

实是他的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在于论证农业
集体化的错误以表明后来家庭生产责任制及其劳

动激励机制的正确。这篇文章不仅在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年间引起了一场关于退出权、激励机制和生
产责任制的辩论，并更久远地引起了关于大饥荒
成因的辩论［２０］。鉴于大饥荒成因问题仍未解决，
林毅夫与杨涛合作在２０００年首次用计量经济学
对粮食分配和粮食的生产与供应的数据进行处

理，以数学方法计算出粮食分配的城市偏好和粮产
下降后的粮食短缺是大饥荒的成因［２３］。２００３年林

毅夫与香港科技大学的经济学家龚启圣（Ｊａｍｅｓ
Ｋｕｎｇ）合作再度探讨了大饥荒的成因。龚启圣和
林毅夫建立了多重因素框架，用回归算法观察了

２１个省的数据，对林毅夫以前的理论有了些修正。
龚启圣和林毅夫认为，大饥荒的过度死亡是由多重
因素导致的，包括粮食供应量的下降、对农民歧视
性的过度征购、国家对劳动力过度动员和对死亡的
忽视等。龚启圣和林毅夫还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
更多地把政治因素考虑进去。但无论如何，他们算
出的结果不支持食堂制度成因论［２４］。在龚启圣和
林毅夫之后，美国经济学家李伟和杨涛用计量动态
模型计算和解剖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错误，认为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间粮食生产下降的原因可以３３．０％
归于国家把资源从农业调离，２８．３％归于过度征
购，１２．９％归于坏天气［２５］。２００８年，杨涛更指出中
央计划经济的系统性错误是大跃进期间粮产下降

的根本原因，而粮产下降导致的粮食短缺和粮食分
配的城市偏好则是大饥荒的两个中心成因。杨涛
指出，用偏相关系数方法对省际死亡率差异进行计
算，３０．５％的死亡可被归因于粮食供应短缺，

６９．５％可被归因于粮食分配的城市偏好［２６］。
从伯恩斯坦１９８４年的文章始，社会科学家们

为大饥荒成因辩论了３０年。这些辩论虽然还未
达成一致的意见，但从起初的寻求单一成因到后
来的解释多重成因，辩论已让学术界认识到大饥
荒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重的。这些学者，尤其
是经济学家使用计量方法来探讨大饥荒的成因，
对大饥荒研究的发展很有推动。从早年对数据的
阅读和估算到２０００年以后使用回归计算和动态
模型，经济学家们把大跃进期间粮食生产失败原
因的相关性系数精确到了小数点，也把大饥荒成
因的相关性系数精确到了小数点。这些计量方法
的使用还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对

大饥荒成因的研究和辩论①。
但这些看起来非常精确和科学化的计量方法

对大饥荒研究的适用性是有限的。这些社会科学
家们所关心的其实是大饥荒中能被观测出来的经
济理性、政治理性、人口理性，而不是作为一个事
件的大饥荒本身。例如李伟和杨涛在使用动态模
型研究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中央计划经济时就指出，他
们寻求的是将中国政府的行为理性化［２５］。然而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中国政府的经济行为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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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性：没有什么计量模型可以精确表达毛泽
东１９５９年在庐山会议上思维的突然转变，或表达
中央政府为什么要等到１９６０年１０月以后才开始
在全国救灾［１６］１０９９－１１０５。这两个事件是认识大饥
荒的形成和高死亡率的关键。计量方法也难以解
释为什么在同样的计划经济下全国各省在饥荒死
亡率上有着巨大差异，这或许是龚启圣和林毅夫
指出要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的原因，因为各省领
导人对政策贯彻的力度不一可能导致省际的差
别。重要的是这些计量方法得出的结论解释不了
饥荒中的实际死亡。安徽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死亡
率极高，但在１９６１年１月底省委决定救灾而发放
定量的粮食、黄豆和红糖后，饿死人现象基本停
止［２７］２３３－２３４。所以，安徽省的粮库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年是有些粮食的，农民在此期间大量非正常死亡
不是因为粮食短缺“没有得吃”，而是因为政策制
度“没有让吃”。进一步深入农村生活里去看，大
饥荒时大多数村庄都是一部分村民死去，另一部
分活下来。当大家都在村里吃食堂，而死亡和生
存却有了分野，“没有让吃”或许更说明那些死亡
的人为什么会死去，这种情形可能不是计量曲线
所能表达的。实际上，靠着假设、数据、模型和修
正偏差所得出的看似精确的关于大饥荒的计量结
论在社会科学家们自己之间也无法获得一致的认
可。大家都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代入
自己的模型后却算出来不一样的大饥荒成因，并
且说来说去的就是产量下降、粮食短缺、城市偏
好、食堂制度。甚至有些遗憾的是，或许是由于专
业的要求，以计量方法对大饥荒进行研究的论文
似乎越来越追求算法和模型的复杂、兼容、完美，
越来越少地从历史生活实际中去理解饥荒和死亡
的成因。

三、大饥荒地区差异及成因

大饥荒的省际死亡率差异是计量模型难以解
释的，这是因为差异的原因复杂，难以数据化。例
如按官方统计，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安徽死亡率增长是
山西死亡率增长的２６倍：以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平均
死亡率为基数，安徽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间增长了
４７４．８６％，山西增长了１８．３３％。其他所有省份则
排序在安徽和山西之间［１８］５７。从数据看，似乎是
有些省份很缺粮，有些省份不缺粮，但也正如前述
及，复杂之处在于看上去最为缺粮的安徽省的粮
库即便在最困难的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也还是有些粮
食的。所以看起来缺粮的未必就是真的缺到了无
法救荒的地步，省际死亡率差异的原因不是靠粮
食宏观数据所能算出来。但省际差异需要有解
释，否则大饥荒的成因无法获得恰当的理解。
杨大利最早对省际差异提出了系统的看法。

在杨大利之前彭希哲已指出了省际死亡率差异，
特别是死亡率高峰的时间差异，但彭希哲没有作

深入解释。杨大利在１９９６年提出了“政治激进主
义”，认为大饥荒的死亡率与一个省人口的公共食
堂参与率、人口中的党员比例、省领导人的政治意
识形态相关。在杨大利看来，食堂制度是理解死
亡的关键，即过度消费导致粮食短缺和死亡。但
在一个省里，党员的百分比低则说明非党员干部
相对地多，意味着这些干部会更热忱地执行激进
政策来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以获得党员的资格，
他们当然会大办食堂。而如果省领导的意识形态
越激进，那么该省在推进大跃进政策时就可能越
积极，农村里办的食堂就会更多，在食堂里吃饭的
人也就更多，即食堂参与率高，其结果是死亡率也
高。杨大利指出，安徽、河南、四川、湖南、贵州、云
南的食堂参与率都超过了９０％，这几省的党员率
都很低或比较低，省领导人都是激进人物，它们的
大饥荒死亡率都很高或比较高［１８］５６－５９。不过杨大
利的著作主要研究的是１９７８年以后农村改革的
起源，对大饥荒本身除了诠释一些数据外没有做
仔细研究。杨大利想解说农村改革首先出现在安
徽和四川等地并非偶然，大饥荒中受害最严重地
方的农民最倾向于改变他们的境况。
杨大利的政治激进主义引起了一些关于论据

方面的批评。例如林毅夫和杨涛认为，党员率低
不说明什么，党员率高的地方可能政治上更热忱，
因为党员干部更可以靠执行激进政策获得自己的
提升［２３］。美国历史学家陈意新也指出，食堂参与
率也不很说明问题，因为杨大利使用的食堂参与
率数据是中央政府在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取得的，那些
参与率低于５０％的省份都是些很冷的地方或牧
区，例如杨大利指出的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
古、青海、甘肃和山东。很难指望这些省的农民冬
季里每日三餐在冰天雪地里跋涉一两里路去食堂
吃饭，或每顿饭骑马十几里去食堂［２８］。不过林毅
夫和陈意新等都认同杨大利的政治激进主义看
法，认为它是理解省际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２０１１年陈意新在其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比较
了大饥荒期间安徽和江西的不同，指出政治激进
主义虽是省际差异的一个因素，其他因素也同样
重要。陈意新以曹树基的人口数据指出，在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间安徽的总死亡率比相邻的江西
高出了１７．３３倍，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是三个原
因。一是江西的自然条件比安徽好：江西的面积
比安徽大，人口只有安徽的一半，农业自然条件也
要好得多，在饥荒时江西农民有远比安徽农民好
的抗荒条件。再一原因是国家１９５８年规定的农
业税法让江西政府可以控制很多粮食。农业税规
定新开垦的土地免税三年，而江西从１９５８年初就
建立了大量的农场垦荒。这些省办农场至１９５９
年底已生产出相当于江西粮食总产１／７的粮食，
由于不用缴农业实物税，江西政府可以用这些垦
荒产出的粮食赈荒。安徽既无荒地可开垦，更无
充裕的粮食可控制。还有一个原因是省领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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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态度。江西的几位省领导都是红军出身的本
省人，有的在游击战争中受到过本省农民的保护，
对本省乡土和农民感情深厚，对在农村推进激进
的大跃进运动并不热忱，饥荒出现后则愿意采取
救荒措施。安徽的主要领导人不是本省人，与本
省地方的联系不深，不仅政治激进，并且在推行中
央的大跃进极端政策时非常无情［２８］。陈文显然
认为理解大饥荒的省际差异需要考虑多个因素，
要审视省与省之间一些关键性的具体不同。
不过社会科学家们在理解大饥荒时仍使用自

己的数据解读方法，与历史学家的史实解读方法不
一样。２０１１年龚启圣与其博士研究生陈硕合作，
发表了一项新的关于省级政治的研究，拓展了学术
界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思考。龚启圣和陈硕使用了
大跃进时期各省领导人包括第一书记和省长共８１
人的资料，以粮食过度征购量为相关性的衡量基
数，考虑了死亡率等其他数据，得出结论认为造成
一个省领导人政治激进的原因主要是其职位等级
（ｒａｎｋ），而非其意识形态或个人性格。龚启圣和陈
硕把省级领导人作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非
委员的区分，经回归计算后得到的结果为：在候补
中央委员为领导人的省份里过度征购量要比中央
委员为领导人的省份里高出３％，这相当于增长了
１．１１‰的死亡率；如果以大跃进期间６．５９‰的过度
死亡率为基点，那么这１．１１‰的增长可以被转化为
１６．８３％的过度死亡率，即职位等级因素与１６．８３％
的过度死亡率有相关性，一个很大的数字。因此龚
启圣和陈硕认为在理解大饥荒的政治激进时，不是
要看省领导人是谁，而是要看其职位等级，是什么
样的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之所以最为激进是因为
他们有“职位激励”（ｃａｒｅｅｒ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可以被提升
为中央委员，享有与职位相应的更大的特权、地位、
权力。中央委员没有如此激进是因为他们的职位
激励小：他们已在权贵阶层中，而升入政治局则有
“入门障碍”，主要是革命的资历。非委员升入中央
委员也会面临相同的入门障碍，所以他们的职位激
励也小，也不像候补委员那么激进［２９］。
省际差异的研究不是没有问题的，即便精细如

龚启圣和陈硕的研究。一个省领导人的政治激进，
无论是由于其思想意识或职位等级，都不能很好地
解释为什么在其治下的县与县之间在大饥荒时差
异巨大。如果一个省领导人因激进而导致了该省
大饥荒严重，那么其治下的各县的严重性应该是相
似的，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如果县际之间的差异
不能用县领导是否是地市委委员或候补委员这样
的一套数据来解说，找出他们的“职位激励”，那么
龚启圣和陈硕“职位激励”的理性在解释省际差异
上未必就说得通。在英国经济学家布拉莫尔
（Ｃｈｒｉｓ　Ｂｒａｍａｌｌ）看来，大饥荒中县际之间的差异是
“随机”（ｒａｎｄｏｍ）的，无规律可循。布拉莫尔利用县
志的数据，对大饥荒期间的四川地图作了８４个县
的研究，观察了它们的粮食和天气数据，特别是仔

细观察了它们是否有可以归类的死亡率形态。布
拉莫尔在２０１１年底发表的论文结论是：四川分县
的死亡率明显缺乏形态，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算出的
死亡率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系数不具有统计学的
重要性。布拉莫尔认为，这种“随机”的差异只能用
地方干部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反应不同去解释，从较
次要方面看，气候的好坏也对粮食的生产与供应起
到了一些影响［３０］。不过布拉莫尔没有研究地方干
部，没有解释他们的反应为什么会不同。
在布拉莫尔很有意义地把对大饥荒地区差异

的理解从省级引向县级时，澳洲历史学家高安东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ａｒｎａｕｔ）却试图从超越省级的大区来
理解差异。作为有数学训练的历史学家，高安东
把中国划分为７个经济协作大区，如华东、华北
等，计算了全国的粮食征购、粮食分配、交通运输
等数据，从地图上观察７大区的粮食供应、饥荒和
死亡率。高安东认为，城市偏好是饥荒的根本原
因，它导致了中央对粮食的过度征购。但中央按
经济协作大区把全国划分为“余粮区”和“缺粮区”
的做法却是导致政治激进主义和饥荒之地区差异
的主要条件，或者说经济地理是主要条件。中央
对“余粮区”和“缺粮区”的征购有不同要求，通常
设立了粮食调拨指标，要求余粮区通过铁路向其
他地方，特别是向城市调拨。中央的指标鼓励了
地方各层干部为实现调拨而变得政治激进，而他
们对政策贯彻力度的不一则导致了地方死亡率的
差异。因此政治激进的根源在中央，河南信阳事
件中那些被惩罚的地县和乡村干部不过是在完成
中央的指标而已。当中央不再激进，在１９６２—
１９６４年下放了１５％的城市人口，并从北美和澳洲
进口粮食后，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已去，调拨指标
不再向地方形成政治激进的压力［３１］。
地区差异的研究无疑加深了学术界对大饥荒

的理解，研究的观察点也从省级被向下拓展到了
县级和向上到了大区级。这些研究比较一致的地
方是确认地区领导人的政治激进态度是导致地区
差异的重要原因，但对于激进态度的形成却有不
同的看法。尽管陈意新认为理解地区差异要考虑
每一地区的多个具体因素，但目前的主要研究方
式还是以数据来理性化政治激进的原因。这种诠
释含着两个问题。一是到底怎样认识地区领导人
的政治激进。杨大利的说法可谓主动激进，即激
进是因为意识形态；高安东的说法可谓被动激进，
即激进是因为必须要贯彻上级的指标；龚启圣和
陈硕的说法是刺激激进，即激进是因为外部的激
励机制。这些说法可能都有道理，但都相对局限
在了大饥荒一个时段。认识地区领导人的激进可
能需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期去观察。只有以上这些
说法能同样适用于诠释反右运动、文革起源或批
林批孔运动等，大饥荒中的政治激进成因才可能
被合适地理性化。另一个问题是从哪一级层面可
以说清楚地区差异。诚如布拉莫尔指出，省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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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的政治激进解释不了一个省内的县际之间差
异，可县级领导人的政治激进能解释乡村之间的
大饥荒差异吗？没有对乡村级的大饥荒差异有所
了解，对县际和省际差异的解释也会不够完全。

四、大饥荒的微观成因与农民的生存

当宏观数据解读和计量模型不能很好解释，
或忽视解释村里的事情时，对大饥荒成因和地区
差异成因的研究无可避免要转移到村庄层面上
来，或微观层面上来。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的几
乎全是农村人口，他们的死因需要得到了解，他们
不能总是只被当作数据算来算去。此外，他们的
死因只有与其他农民存活的原因相比较时才能得
到比较清楚的理解。不过微观的研究迄今仍很
少。一方面，西方学者很难找到中国的村级档案，
很难看到县级档案，很难靠文献来研究村庄的大
饥荒；另一方面，村庄级的研究需要做口述资料，
对西方学者来说，去中国农村做访谈一直比较困
难。尽管难，还是有些学者做了一些研究。
早期对村庄级大饥荒有些系统记载的是一项

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对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家
乡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的研究，由美国政治学家弗
里曼（Ｅｄｗａｒｄ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历史学家毕克伟（Ｐａｕｌ
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和社会学家赛尔顿（Ｍａｒｋ　Ｓｅｌｄｅｎ）主持。
这项研究显示五公有过饥荒：从１９５９年冬起五公
的３个食堂都缺粮，煮了玉米秆吃，有１２位老人过
早死亡。饥荒的原因明显是１９５９年的过度征购：
该年国家在五公的征购量超过以往最高征购量的
一倍以上，以致村里没剩下什么粮食。不过五公研
究的三位学者却没这么认为。他们指出，大饥荒及
其死亡不是一项突然发生的错误政策的后果，而是
一系列令人恐惧的制度化了的进程、价值观念和利
益长期作用的结果。这些制度化的东西包括１９４７
年土改时的恐怖、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的恐怖、“阶级
斗争”思想等①。三位学者赋予了五公的饥荒一种
具有深层历史感的见解。但实际上，大饥荒时期只
是他们研究五公历史变迁的一个部分。他们对五
公的饥荒只了解了一个大概的过程，对其只有叙述
却无分析，他们的历史感见解不能解释为什么五公
有１２位老人过早死亡而其他１　８５０名村民未在饥
荒中死去。
从微观角度首度进入大饥荒学术对话的是美

国政治学家戴瑞福（Ｒａｌｐｈ　Ｔｈａｘｔｏｎ）。戴瑞福于
２００８年出版了一项对河南省被其化名为大佛（Ｄａ
Ｆｏ）村的研究，展示了该村的饥荒从１９５９年冬持
续到了１９６１年春，期间全村１　４７０人中有１００人
死亡。戴瑞福认为粮产下降所导致的粮食短缺不

是饥荒的成因，因为大佛在１９５８和１９５９都是丰
年，１９６０年的收成也很好；过度消费论和食堂制度
论也不足以解释饥荒，因为大佛的食堂从１９５８年
秋直到１９５９年夏都办得很好。戴瑞福的研究显
示，从根本上来说是国家过度征购导致了大佛的粮
食紧张。但从实际生活看，地方领导不让农民吃粮
才是饥荒和死亡的原因：１９５８年秋大佛食堂的口
粮定量是每人每天１斤，１９５９年夏成了５两，１９６０
年春变成了２．５两，到了１９６０年夏食堂停办了，不
再供应膳食。但大佛绝大多数人活了下来，９０％以
上是靠“吃青”生存，即吃田里未长成熟的小麦、玉
米和高粱。戴瑞福指出，“吃青”减少了谷物的收
成，造成国家农业税收的减少，因此它是农民的一
种有效的“反抗国家的方式”，或者说大饥荒中农民
的生存主要是靠日常行为中对国家的反抗［３１］。
戴瑞福对农民吃青的理论化是有问题的。戴

瑞福了解吃青是历史上灾荒时的一种生存手段而
非抗争手段，但认为它在大饥荒期间是抗争，理由
是吃青无论是属于故意或非故意反抗国家都吃掉
了一部分国家可以预期征购到的粮食，对国家利益
造成了损害。但戴瑞福没有搞清楚大跃进期间粮
食是怎样征购的。１９５５年开始国家的征购是建立
在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上，产量和征购量
是按三年一定固定下来的；在大跃进期间中共中央
规定了征购量为产量的４０％，还规定了“国家所必
须掌握的粮食要首先保证”②。换言之，如果一亩
田收获了１００斤粮，它在实践上分为两个部分：国
家的４０斤和农民的６０斤，并且农民要先上缴国家
的４０斤。所以农民的吃青除非是吃掉了预期收成
的４０％以上才能开始损害到国家的利益，而大佛
农民的吃青通常是吃掉了预期收成的１～２
成［３２］２００－２０１，即吃掉了预期收成中本该属于自己的
那部分。这样的吃青谈不上是对国家的反抗。戴
瑞福之所以强调反抗主要与他的书的主题有关。
他研究的是政治反抗，把大饥荒的吃青视为共和国
时期农民“按理反抗”（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的起源。
陈意新在２０１０年也发表了一篇从村庄级入

手研究大饥荒的论文。陈调查了安徽皖北、皖中
和皖南的３个村庄，认为饥荒形成的根本原因是
过度征购，但在饥荒中决定农民生与死的机制是
村庄的宗族或血缘的领袖权。陈所调查的３个村
庄中，皖北的村庄在被过度征购后缺粮，在１９５９
年冬至１９６０年春全村３６０人中有６１人死亡；大
部分农民活了下来是靠吃青，并且与大佛一样，本
村的干部默许了农民吃青并且干部家属还带头吃
青。但陈意新的皖中村庄则不一样：在本村的几
位干部被长期调去水利工地或其他工程后，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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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了外人进村担任了干部，结果外来干部与本村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执行极端政策特别严厉，并在
饥荒时派民兵阻止村民吃青或逃跑，派出民兵日夜
守卫队部粮仓以防粮食被偷盗，最终全村１９８人中
有１０１人在１９５９年冬至１９６０年春死亡，而活下来
的人有一部分实际上是１９６０年后从水利工地、铁
道工程、石料场等回到村庄的。陈意新调查的皖南
村庄自然条件最好，但最重要的是该村干部们在上
级派了外来干部后决定贿赂外来者，让其每个月背
一袋米回到自己的家，以交换其对本村的瞒产和藏
粮不闻不问，结果是该村的食堂在大饥荒期间一直
有米吃，没有人饿死。在陈意新看来，３个村庄的
经历显示：在血缘领袖权断裂的村庄里，农民在大
饥荒中死得相对多些，反之相对少些。道理很简
单，当一个村的人都是自己叔伯兄弟子侄时，村庄
领袖会尽可能保护这些血缘的亲戚［３３］。
戴瑞福和陈意新认为从村庄角度看，过度征购

是大饥荒的根本成因。有些村庄，像大佛没有粮产
的下降，但在国家拿走了太多的粮食后，它们也遭
受了饥饿和死亡。不过死亡也不是因为没有粮食
那么简单，戴瑞福和陈意新一致显示了能否“吃青”
是生存和死亡的关键。在吃青的几个月里，食堂关
闭，无粮食供应。这一时段，宏观讨论中的粮产下
降、粮食短缺、城市偏好和食堂制度都不贴题。在
戴瑞福看来，农民得以生存是因为他们有效地反抗
了国家，但在陈意新看来，农民的生存主要是依靠
血缘的群体和领导权实现自我保护。戴瑞福和陈
意新的研究让学术界从村庄级的实际生活开始了
解大饥荒的成因、农民生存的原因。但戴瑞福和陈
意新的研究都有问题或局限。戴瑞福的农民反抗
说出自于对粮食征购复杂性的无知，而陈意新所观
察的３个村庄都是单姓或单一血缘的村庄，其经验
未必适用于解释非单一姓或多重血缘组织村庄。
学术界还有待更多的微观研究来理解大饥荒。

五、大饥荒的其他议题

本文对西方学术界大饥荒研究的主要议题及
其发展进行了回顾，讨论了学者们的观点及其形成
的理由、关键论据、论证的主要思路和方法及其观
点在学术对话中的地位。本文所涉及的议题除了
非正常死亡人数外都是有关如何理解大饥荒的发
生，很明显，大饥荒发生的原因还远没有研究透彻。
西方学术界的大饥荒研究当然不止于本文所

讨论的议题。贝克尔和冯客比较注重毛泽东的作
用和披露事实，分别称大饥荒为“毛的秘密饥荒”
和“毛的大饥荒”［１］－，，［１１］ⅹ－。维也纳大学的
汉学家文浩则跳出了中国的大饥荒，从国际性的
视野把它与苏联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的大饥荒作比较，
与朝鲜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饥荒并列，把它们界定为
“社会主义饥荒”［３４］。学者们还对大饥荒的责任
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文浩认为责任在中央，但
在饥荒结束后中央把责任转嫁到了省级至乡村干
部的身上，被处理和惩罚的全是这些人；高安东以
信阳事件的结局为例，明显认为在责任问题上地
方干部成了中央的替罪羊；布拉莫尔则认为地方
干部在应对中央政策时有着主动性，所以他们也
有很多责任，把责任归罪于毛泽东和中央，而实际
上是地方干部为自己的推脱①。美国历史学家贺
萧（Ｇａｉｌ　Ｈｅｒｓｈａｔｔｅｒ）和加拿大政治学家弋玫
（Ｋｉｍｂｅｒｌｅｙ　Ｍａｎｎｉｎｇ）研究了大跃进和大饥荒对
农村妇女各方面的影响，例如生产、家务、婚姻、生
育、妇道、委屈②。加拿大历史学家周杰荣（Ｊｅｒｅ－
ｍｙ　Ｂｒｏｗｎ）利用了天津的档案研究了大饥荒中的
天津，指出饥荒期间天津的城乡互动远比已知的
要频繁，对减轻郊县的饥荒程度有作用［３５］７３－７６。
大饥荒的各种回顾性资料则吸引了很多公共卫生
专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因为对受荒期间出生
的孩子进行研究可以看出他们是否比正常时期出
生的孩子要矮，更易肥胖、更易患精神分裂症，是
否在童年期间有学习障碍等。英国医生巴克尔曾
在１９９２年提出“婴儿起源假说”，指出因营养不良
生下来体积较小的婴儿容易患成人疾病。但这一
假说极难证明，没有哪位怀孕的母亲会去为实验
这一假说而饿到营养不良。但大饥荒期间出生的
人口则为这一假说提供了巨大的样本，他们的人
口普查资料、生育调查资料、学校成绩记录、医院
的病历等都可以被专家们用来验证这一假说③。
在过去３０年里，对中国大饥荒的研究在西方

吸引了好几个领域的学者，形成了一些有深度的
中心议题和学术辩论。反观在大饥荒的发生地中
国，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近几年来中国学者在利
用档案资料方面已远超过西方学者，尤其是地方
档案，但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始终还未能如西方学
术界那般形成有创意的对话体系。中国学者需要
从对话中去开展自己的研究，中国官方也需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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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大饥荒的严肃研究，否则中国对这场饥荒的
研究只能落后于西方，对这场饥荒的解释也只能
任由西方学者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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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Ｇａｒｎａｕｔ，Ａ．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ａｍｉ－

ｎｅ［Ｊ］．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４０（３）：３１５－３４８．　
［３２］　Ｔｈａｘｔｏｎ，Ｒ．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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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ａ　Ｆ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３３］　Ｃｈｅｎ，Ｙ．Ｘ．Ｗｈｅｎ　ｆｏｏ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ｓｃａｒｃｅ：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ｏｒ－

ｗａｒｄ　ｆａｍｉｎｅ［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０，Ｘ（２）：１１７－１６５．
［３４］　Ｍａｎｎｉｎｇ，Ｋ．，Ｗｅｍｈｅｕｅｒ，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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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Ｂ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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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责任编辑　潘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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